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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互惠式”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与社区治理创新的集中体现。“互惠式”治理并非将“互惠”

与“治理”概念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当前客观存在的“半熟人”社会的复杂生境而提出的治理思考。通

过“互惠式”社区治理加强社区居民交往，强化社区内部团结，为城市“熟人社区”的建构奠定重要基

础。基于江苏省H市相关社区的调查，可以看到“互惠式”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推动

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提高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等特点，对城市“熟人社区”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

“熟人社区”并非传统共同体的再造，它是基于当前社会现实与基层治理创新背景下，作为城市社区未

来建设发展的一种可行性方案而被提出来的。城市“熟人社区”的建构对于我国社会治理的长效发展有

着深刻影响。通过对社区日常的“互惠”实践的观察以及对城市“熟人社区”建构方向的思考，期望本

文能够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相关研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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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alled “reciproc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social go-
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Reciprocal” governance is not a 
simple superposition of the concepts of “reciprocal” and “governance”, but a governance thinking 
based on the complex habitat of the current objective “semi-familiar” society. Through “reciproc-
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streng-
then the unity within the community, so as to la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urba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levant communities in H City, 
Jiangsu Province, it can be seen that “reciprocal”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tributes to the accu-
mula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community, and improves the enthusiasm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Acquaintance com-
munity” is no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It is proposed as a feasible scheme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
rent social realit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urban “acquain-
tance communi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daily “mutual benefit”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the urba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I hop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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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与现代城市社会的兴起成为了一组鲜明的对照。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言明了现代性在本体论层面所制造的虚假断裂[1]，因此“现代–传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结

构，当前国内客观上仍然处于“半生半熟”的复杂社会生境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2]，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与创新离不开日常实践与生产生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特别强调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方针，指出治理能力发展要依靠基层实践

[3]。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可以说社区治理的发展关乎整个社会的

长治久安。在江苏省 H 市的相关社区的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地社区治理中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

治理创新特点，“实践在先，理论在后”也成为了制约当地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问题。通过参与观

察和访谈，可以发现地社区中存在的“互惠式”社区治理，通过“互惠”实践有效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促进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在客观的“半熟人”社会情境下，社区的“互惠式”治理对于

城市“熟人社区”的建构有着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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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惠”研究与“互惠式”社区治理 

2.1. 关于“互惠”研究 

“互惠”与“礼物”的相关研究长久以来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人类学研究中的“互惠”概念，

强调的是不同人群以及社会之间往来互动。自 1915 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图恩瓦(Richard Thurnwald)提出之

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在“库拉圈”的研究中也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间的不同互惠模式进行分析，

从功能主义视角解释任何互惠关系中的付出都有回报期望[4]。莫斯则通过梳理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

等地的大量文献材料后，总结了古代社会所遵循的礼物循环的过程，即“送礼–收礼–回礼”的义务，

所谓的礼物流动是在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团结[5]。国内有关“互惠”与“礼物”的相关研究成果

丰硕，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关于“互惠”的研究理论。如杨美慧的“关系学”中对中国城市中的礼物交

换和人际关系的研究，探索国内“礼品经济”和关系网络建构的非正式权力。阎云翔基于下岬村的礼物

研究，开始反思西方礼物交换中的互惠模式，礼物的交换体系中互惠原则并非具有普遍性，在中国的礼

物馈赠是一种人情表达方式，包含着面子、人情、道义在内，是一种人情的伦理模式[6]。常向群教授则

以“礼尚往来”作为概念性工具对于社会交往内在运行模式的讨论等等。 
“互惠”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诚如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

给予和回报对等物的模式之上，若没有互惠，则社会的均衡与团结就无法实现[7]。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

使得“互惠”研究的内涵有着千差万别，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有关“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的研究中

可以发现乡土社会中的互惠与礼物流动同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互惠逻辑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 

2.2. “互惠式”社区治理的提出与思考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国内学者陈朋教授基于“半熟人社会”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包括利益、情

感、同构互惠为主的几种“互惠式”治理模式[8]。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陈朋

教授所提出的“互惠式”治理对新时期社区治理以及社会治理发展有着重要启示和意义。 
首先是“互惠式”社区治理的提出是基于社会现实情况，通过对社区日常治理实践的长期观察而得

到的理论升华。前文所述，对于当地的调研中，经常可以看到地方治理的创新模式，但是苦于理论限制，

很多时候相关的治理技术和经验不能够得到有效推广，而“互惠式”治理的提出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理论

创新的成果体现。 
其次，对于“互惠式”社区治理的解读不能够简单将“互惠”概念嵌入治理模式之中，或单纯将“互

惠”视为工具理性下的治理策略或者技术手段而忽视其中的人情伦理。有学者指出“世界的许多构成通

过人们统合进其生命活动的规则性模式而具有意义”[9]，在“半熟人”的是社会情境下，社会变迁往往

不是一蹴而就，现代城市社会的治理必须要适应民情以及生活逻辑才能够有效开展。因此“互惠式”治

理需要从治理的本身出发，即“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

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

的互动”[10]。 
最后，“互惠式”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需要回归生活领域，其探索视角不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

理”，而是聚焦多元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多维视角。从国内治理领域的研究发展来看，上个世纪 90 年代

开始使用“社区”这一概念，而在此之前采用单位制和街居制的管理。管理强调的是自上而下，而社区

治理则是多元协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因此，对“互惠式”社区治理理

解需要从生活领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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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城市“熟人社区”建构的思考 

“熟人社区”的概念当中包含的两个关键内容，其一是“熟人社会”，第二个是关于“社区”的概

念。国内有关“熟人社会”的相关研究大都与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密

切相关。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人们“生于斯、死于斯”，“每个孩子都是在人

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

社会”[11]。“熟人社会”以地缘、血缘、亲缘的联系，形成了其内部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于是传统村

庄成为一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to-face group) [12]。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的，滕尼斯提出的

“Gemeinschaft”指“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

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13]。英文通常用“Community”一词来表示社区兼有共同体之意，而学者们则

将“Gemeinschaft”译作共同体。所谓的“社区”概念最早在 1933 年由费孝通先生引入国内，而直到 1986
年年底民政部才首次引用“社区”这一概念，提出在城市管理中开展社区服务工作。1988 年民政部成立

社区服务工作管理委员会以指导各地区社区服务工作。到了 1991 年 5 月 31 日，开始使用“社区建设”，

可以说“社区”这个概念也是近十几年才开始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中。 
从“熟人社会”到“城市社区”，其中可以看到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影子。现代化体现的是人们对于

物质生活的改造，但是现代性却牵涉人们的内在精神层面。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文化的变迁都是一个相对

漫长的接受和适应过程。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看，1978 年到 2001 年可以视作街居制管理时期，

以 2000 年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为分水岭，从 2001 年开始至今步入了基层社会治理时期。即是

说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其发展也同样是一个稳中向前的漫长过程。如果说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是一个稳定

的状态，它以地缘、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紧紧联系着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使共同体得以存续的话，那

么现代城市社会则是处于不断流动变迁的状态，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风险以及不确定因素。所谓的城市

“熟人社区”的建构，有学者指出通过外力的“助推”(nudge)来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实现熟人社

会的建构[14]，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区管理历程中，长久以来社区治理中政府的“强干预”和居民的“弱

参与”所造成的。“熟人社区”建构的根本是社区居民的互动与参与式治理，外部动力的推动以及内生

性动力机制的形成，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够真的实现“熟人社区”的建构与发展。其中，“互惠式”社区

治理的存在正是推动的外部动力之一。 
当前城市社区无法完全复制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特征，但是却可以通过治理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来

实现“熟人社区”的建构，“互惠式”社区治理正是治理创新的体现。可以说城市“熟人社区”并不是

共同体的再造，而是基于社会现实与城市发展的需要，为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发展而提出的建设性思考。

首先，通过打造“熟人社区”可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推动

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其次，营造熟人氛围，打造城市宜居社区环境，为城市社区长效治理奠定基础。

最后，城市“熟人社区”的建构基于客观的“半熟人”社会现实，符合当前城市社会的发展需要，“熟

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或可为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参考。总而言之，所谓的“熟

人社区”从字面意义上看依然是将“熟人社会”的概念置于城市空间之中，并结合当前的治理实践而推

进的有关未来城市社区发展面向的尝试。从 H 市的调查实践中可以看到，通过对“互惠式”社区治理的

分析，城市“熟人社区”在基层社区的地方性治理实践过程中是有可能被建构出来的。 

4. H 市“互惠式”社区治理实践的文本呈现 

在江苏省 H 市的相关社区调查的过程中，基层社区的治理人员都对笔者详细介绍了他们日常的治理

实践，通过对于当地社区的观察与访谈，从人类学民族志的描述性实践角度出发，笔者在结合陈朋教授

提出的“互惠式”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地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所谓的“互惠式”社区治理，而这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6095


乔纲，何明辉 

 

 

DOI: 10.12677/mm.2022.126095 696 现代管理 
 

种“互惠”的实践可以有效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高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效扩大社区社会

关系网络，为建构“熟人社区”提供现实基础。 

4.1. 居民日常交往中的规范性互惠 

互惠的方式通常包括“限定性互惠”和普遍互惠两种基本形式。在 H 市的社区调查过程中，居民之

间也会存在各种自发的“互惠”实践。譬如社区住户之间长期交流比较熟悉的邻里之间就会有所谓的“限

定性互惠”，即彼此之间有生活上困难的时候会互相帮助，在走访的时候也经常听说社区当中邻里之间

相互帮助的案例，还有一些社区属于“回迁房”或者“安置房”，原本在拆迁之前属于同一个村子的人

彼此之间相熟，在进入社区之后也会彼此帮助，甚至他们的亲戚之间也多有互动往来。一些社区的门面

房外租之后，为了开展便民服务同时扩大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彼此之间的往来，社区工作者

也会承担各种“协调者”的角色，帮助陌生的居民之间建立所谓的沟通交流的管道。在调查过程中有社

区工作者介绍，社区会尝试建立微信群或者平台来促进居民交流和互动。比如在居民生活中遇到一些困

难的时候，比如维修水电方面的问题而找到社区工作者的时候，他们会通过社区管理的微信群来找到能

够帮助他们的其他居民，大家相互帮助。在这样的来往互动的实践中，增强了彼此之间信任与交流，同

时由于是社区搭建的平台，所以社区工作者也承担了监督管理的职责，居民能够安心使用。 
与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不同，在熟人社会中，乡规民约对于当地成员有着一定的规范效用，互惠不仅

是人们彼此信任的体现，更加构成了一套日常的道德准则[15]。城市社区并没有所谓的“乡规民约”，因

此必须在实践中形成特有的规范性互惠实践原则，才能够有效管理社区。日常中的“限定性互惠”实践

范围有限，存在于熟人之间，若想要真正的促进社区居民的交往实践，还是要推动普遍性互惠。以 P 社

区为例，该社区发现很多老人有意愿参与社会服务，于是社区成立了特色的退休军人党支部以及老年人

为主的志愿服务队伍，帮助社区居民。H 市当地部分社区在数字化治理的过程中，一些社区的工作者介

绍说希望在网格化的治理过程中，逐步完善居民之间的互惠规范，可以采用积分制等相关形式，促进社

区居民之间的交往。简而言之，如果社区活动丰富，形式多样，居民参与越来越多，需要制定一系列的

管理办法，不仅要惠民，还要居民能够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如果没有规范制约，那么社区活动也就无

法顺利开展。 

4.2.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互惠实践 

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虽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表述，但是 Woolcock 则认为汉尼凡(Hanifan)
于 1916 年的《乡村学校社区中心》一文中对于社会资本的使用可以视作社区和社会资本关系研究的最早

呈现。文中强调在社区生活的情境下，所谓的“社会资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资本，而是组成社会

单元的群体和家庭中的善意、友谊、同情心，社会互动等等，“这些社会资本可以直接满足他个人的需

要，并且具有社会潜力，足以使整个社区的生活状况得到实质性提高”[16]。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离不开

社区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社会资本也会为社区居民带来利益。 
基于“半熟人”社会的客观事实，城市社区依靠非正式组织来实现社会资本的培育显然不合实际，

相关研究者指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离不开正式权力的“助推”，也需要非正式组织的协助。以 H 市

当地的社区为例，当地社区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需要社区工作者的努力推动，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等机

构的协助。L 社区打造的志愿服务平台，以社区党支部为基础来进行社区助老服务，固定人员是社区的

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但是由于老人数量很多，因此 L 社区的志愿服务平台与 H 市当地各大高校的志愿服

务组织进行了合作联系。H 市的高校志愿服务组织每周定期参与 L 社区的助老服务，并进行宣传推广，

而 L 社区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社区助老服务，当地老人对于 L 社区的服务满意度提高，参与人数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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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吸引很多有意愿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居民参与活动。通过上述的互惠实践，可以看到在合作过程

中，H 市的高校志愿服务组织践行了志愿服务理念，也通过实践获得相应的收获，而于此同时，社区在

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了便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又推动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以及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形

成了固定的模式，社会资本的积累得益于居民间长期的交往，而这种服务合作机制，为社区社会资本的

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4.3.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同构互惠” 

陈朋教授在有关“互惠式”治理的研究中提及，社区的日常行动主体除了居民以及社区服务中心之

外，还包括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常见的组织机构。由于这些组织机构的行动目标

和基本规则是同构的，因而这种同构特质在某些程度上会促进彼此间的合作互惠，资源共享和功能互补

[8]。从日常生活的实践角度看，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区工作者日常中承载了很多行政压力和服务压力，而

这些机构之间的互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区服务的压力，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也能够提升社区居

民的满意度与认同感，有利于“熟人社区”的建构。 
在 H 市的 P 社区的调查中发现，该社区打造的“红色物业”品牌，通过“红色物业微信群”中的“诉

求菜单”。业主有问题在群里直接“下单”，相关人员在线“接单”实现由社区牵头成立“三联办”，

积极协调物业、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这其中的互惠逻辑在于，居民和物业之间的矛

盾由社区提供平台来进行沟通协调，减少了居民的麻烦与物业的压力，通过精准化数字治理，社区工作

者的压力也不断减少，实现了三方面的互惠互利。P 社区还在社区内部建设网格中心，提供很多惠民服

务。包括志愿者对社区儿童的课后辅导，法律咨询等等业务，这些业务的开展离不开街道居委会和 H 市

高校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支持，这种支持不同于传统的社区“外包”服务，而是基于互惠的实际需求，

一方面是社区需要提供相应的便民服务，而一些志愿者组织或社会组织有能力去提供相应服务，打造机

构的品牌效应，而居民满意度的提升对于社区街道的治理发展也有所助益。因而在所谓的“同构”特质

下，社区行动的多元主体主观上的行动动机，客观上共同促进了社区的发展。 

5. 总结与思考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
城市社区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样是被社会关系所充斥的社会性空间，对于社区治理的思考不能将治

理简单约化为技术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从“互惠式”社区治理到城市“熟人社区”

建构的思考，正是基于对于社会文化的关注与日常实践的思考而产生的理论思考。从 H 市的调查实践中，

可以看到治理创新的地方性实践，但是理论层面的发展创新却依然有待加强。基于对城市“熟人社区”

建构的思考与“互惠式”社区治理的观察，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首先，社区治理现代化与治理创新需要立足于地方现实。从 H 市的调查中不难看出，当地基层社区

工作者的日常实践围绕着社区居民的所需为出发点，他们的“互惠”实践是基于“惠民”实践的基础之

上而产生。一切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主，以民生民情为先，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在

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双向的互惠实践。 
其次，“互惠”实践是实现城市“熟人社区”的基础与前提，而对于“互惠式”社区治理的研究应

当从社会的整体性视角出发。正如前文所述，“半熟人”社会的复杂生境使得城市“熟人社区”具有建

构的必然意义，那么关于“互惠”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从表面的互动方式思考，而应从其自身动机、内

在的运作逻辑以及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思考。“互惠式”社区治理下的“熟人社区”若仅是利益维

系显然不足以实现其建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情感交流与生活互动，促进社区内部的团结。正如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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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礼物”若无益于社会团结则不能够称之为礼物，那么无法真正促进社区团结的“互惠”自

然也无法成为“互惠式”社区治理中所需要的“互惠”。 
最后，所谓的“互惠式”社区治理与城市“熟人社区”的建构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互惠”

实践推动了居民间的交流与互动，加快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推进了互动模式的形成，成为了实现“熟

人社区”建构。随着城市“熟人社区”建构的不断深化和完善，必然也会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

任意识，进一步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从而提高治理水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互惠式”社区治理的

实践逻辑与形式内容。“互惠式”社区治理是推动“熟人社区”不断发展的外部动力，但是随着“熟人

社区”的建构完善，又会反过来推动社区治理技术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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